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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青春》劉國瑞專訪：為什麼有的人能被當成「香港人」，有的人

不行？

將對社會邊緣族群的關切和對身分認同議題的理解，融入兩個家庭故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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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青春》被公認為去年金馬獎最大贏家，入圍六獎並拿下了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男主角

三項重量級大獎。現居香港的馬來西亞籍導演劉國瑞，從自身的移民視角出發，將對社會邊緣族群的關切

和對身分認同議題的理解，融入兩個家庭故事之中，再以公路片的形式呈現。作為新導演的首部劇情長

片，這部別具一格的作品，顯現了創作者的不凡潛力。

所有的社會都處在移動狀態 


「邊緣」與「移動」是劉國瑞切入「異鄉人」題材的獨到視點。 


從初執導筒拍短片開始，他就很關注「少數群體」。無論是《末路窮途》裏的巴基斯坦移民、《夜更》裏

的單親媽媽、還是RTHK紀錄片《海上的吉普賽人》裏的無國籍船民，劉國瑞認為這些人要面對的是共同的

問題。「他們是一個社會中的邊緣族群，那種邊緣，可能是國籍的、身分的或是社會階層的，我一直在尋

找這樣的故事。」

劉國瑞拍的，大部分都是窮人。「一個社會裏的minority其實有不同處境。比如性取向的少數，可能社會

階層並不低。」但他會關注的群體，不但社會位階處於弱勢邊緣，在種族或身分層面，也往往屬於少數。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生活通常和我比較接近，都會有某種程度的匱乏。雖然在物質生活上，我不會完全匱

乏，但我會把那種困境連接在一起。」

2019年發展長片劇本時，他選擇了難民題材。香港難民族裔繁多，絕大多數是印度裔，也有一定數量來自

尼泊爾、菲律賓、越南、印尼甚至非洲。「但以伊斯蘭教徒為主體的巴基斯坦community，是我最想挖掘

的。」

對巴基斯坦族裔的情感，與劉國瑞的個人背景有關。「我來自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主要是個伊斯蘭教社

會，馬來西亞華人會覺得遭到伊斯蘭教的壓迫，但我來到香港之後，情況完全反轉。」香港是以華人為絕

大多數的城市，伊斯蘭教徒在生活、飲食、風俗習慣上多有不便，但他反而更能理解他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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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青春》劇照。圖：采昌國際多媒體提供

《白日青春》裏，本名哈山的莫青春，父親是巴基斯坦律師。這樣的背景設定，其實融合了劉國瑞長達十

年間對難民群體的所見所聞。他說香港的難民構成相當複雜，有些遭遇政治迫害，有些因為信仰問題，也

有人是因為經濟原因。「包括我長期探訪一些在監獄裏的外籍人士，他們也是因為不同原因滯留香港。」

有人過境時被發現隨身攜帶毒品卻懵然不知。「他可能只是幫朋友，或者被騙帶一些行李過關，但被判了

刑，就要在香港監獄裏服刑十幾二十幾年。」這啟發了劉國瑞寫出難民家庭的小孩被迫去犯罪的劇情。

片中位於新界的巴基斯坦難民聚落，不算是全然虛構。元朗、新界東都有一些村落，由於租金低廉，難民

會租住。「而且住在那邊有一個好處是：他們更接近不屬於香港主流的工業區域——比如電影裏那種回收

廠。他們也會有機會接觸一些不太合法的賺取金錢的途徑。這是屬於香港的一種很地下的生活型態。」

《白日青春》裏出現的南亞裔人士形象，雖然有參與犯罪、偷渡的一面，但劉國瑞並不擔心自己對少數族

裔的把握，會流於邊緣、危險的刻板印象。「因為我不僅僅是呈現一個角色，我呈現的是一個

community。」

哈山的父親、母親，乃至雜貨店老闆，構成了一個族群裏不同的人物光譜。雜貨店老闆是劉國瑞自己非常

喜歡的角色——作為更早移民到香港的巴基斯坦人，他的家庭背景比其他同胞更好，所以他有時會嘗試去

幫哈山一家。但他有自己的顧慮，而且幫忙時也想獲取一些利潤。

劉國瑞希望觀眾能看到每個人物背後的複雜性。「當然你如果說南亞裔族群，或者難民族群裏有人進行非

法活動，這件事是我不能否認的，因為這確實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我沒有特地去把這種東西誇

大。」

而用公路電影呈現難民題材 是因為在劉國瑞看來 所有的人 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社會 其實都處於移



而用公路電影呈現難民題材，是因為在劉國瑞看來，所有的人、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社會，其實都處於移

動的狀態。

公路片能與不同「類型」的電影相結合，他著迷於“No Country for Old Man”（《二百萬奪命奇案》）描

寫角色與情感的方式，更欣賞“Ida”（修女依德）透過親戚之間宗教與價值觀的衝突所帶出的強大家庭故事

與歷史背景。《白日青春》也同樣融合了警匪元素與價值衝突，但劉國瑞的方式，並不是直接接近這些作

品。「因為我會想要做一個Y字形結構的電影，就是一開始比較平衡去說兩個家庭的故事，但到了某個交接

點時，兩個家庭的故事貫穿，變成一個公路片。」

觀眾看《白日青春》時，大概會有很奇特的感受。「每一個階段，好像都是不同的電影，所以如果你期待

一個很統一融合的東西，它相對來說就會比較挑戰你觀影的體驗。」劉國瑞說自己不太喜歡做「最舒服的

創作」，他不想講一個過於明確精準的故事，也不傾向把故事講得完滿。

《白日青春》劇照。圖：採昌國際多媒體提供

我不把自己當成香港的一部分 


起初，劉國瑞只想寫南亞裔難民，後來他越創作劇本，越發現一定要納入香港人的視角。「所以我在思考



起初，劉國瑞只想寫南亞裔難民，後來他越創作劇本，越發現 定要納入香港人的視角。 所以我在思考

很久之後，就寫出了另外一個香港人的家庭：一個四、五十年前從中國大陸偷渡來到香港的家庭。」他想

透過這兩個家庭，把一個關於香港的更大的背景呈現出來，讓觀眾感受到家庭以外的社會脈絡。

而為何這個香港家庭的背景，是由大陸逃港？因為上一代的大陸難民，正是今天「香港人」的一部分。 


劉國瑞的第一部短片《九號公路》，就是寫一個香港男生遇上一個中國女生。「他以為那是一個台灣女

生，因為她是福建口音。在誤會還有不解的情況下，他們的關係就這樣消失了。」直到短片結局處，大家

才發現，原來香港男生出生在新移民家庭。

劉國瑞喜歡看生物學相關書籍，在他看來，如果演化論是正確的，那麼所有地球生物，都可以追溯到海底

火山某個氨基酸變化而演化出的原始細胞；而人類其實都是源自非洲，再散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不同種

族、文化、語言。「但可能我的家族，又從中國南部繞了一圈去到東南亞，我又從東南亞來到了香港，然

後又跟某個分支又再相遇……所以對我來說，社會、人類、家庭，從來都不是固定的，都是漂移的。」

「我一直在探討的是，我們的身分認同——包括國族認同、種族認同、文化認同——都在不斷移動和變

化。」所以，創作自己的長片劇本時，劉國瑞某種程度在思考香港這座城市的更大格局：是什麼組成了香

港？他不僅將《白日青春》視為一個難民的故事。「我更多是把它視為一個香港人的故事，去構思這兩個

家庭的相遇。」

看過《憂鬱之島》的觀眾，對《白日青春》結尾的茫茫大海，大概有似曾相識之感。其實，劉國瑞也是

《憂鬱之島》的攝影之一。早年剛開始拍紀錄片時，他有一個功課，是去拍攝在偷渡潮中來到香港的人。

「我那時採訪一個老太太，她嘗試偷渡了十次，每一次都失敗，每次失敗都會被拘留再教育，最後終於透

過合法途徑申請到香港……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有些香港人有這樣的背景。」後來他協助陳梓桓拍《憂

鬱之島》，也更了解文革逃港的大陸移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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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過程裏，他會想深入探尋什麼是「香港人」。「1940年代時，香港的人口只有幾十萬，但到後來

發展到五百萬人時，那中間絕大部分的人口，可能都是外地移入的——所謂原生的香港人，並不是那麼

多。」

這樣的發現，讓劉國瑞覺得荒謬諷刺，《白日青春》的故事，融入了他的思考。「為什麼那一代的外來的

人，可以成為我們現在所認知的『香港人』，而新一代的人不行呢？難道僅僅是因為種族、宗教、語言的

問題嗎？」

劉國瑞表示：「那對於我來說，為什麼我可以被現在的香港人視為一種『香港人』？因為我某種程度是很

融入他們的，我可以說廣東話，我有機會在這裡受教育、在這裡拍片工作、得到榮譽和栽培，甚至被視為

香港電影圈的一部分。但是為什麼像（飾演哈山的）林諾他們不行？為什麼我們不能視他們為香港社會甚

至香港電影的一部分？」這正是《白日青春》的創作前提。

劉國瑞希望香港社會能夠納入「異鄉人」的視角。但作為從馬來西亞移居香港的創作者，他認為自己拍攝

香港「少數群體」時，與本土港人的最大區別是，他不會去控訴香港主流社會。

「我不把自己當成香港的一部分，所以我的視角不同。」《白日青春》裏移民家庭會想的，就是怎麼生存

下來、怎麼活下來，而不是去改變主流社會。就像在馬來西亞，華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很長一段時間

裏，他們對政治冷感，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改變主流社會的意志。

劉國瑞認為，一般的香港導演去寫少數族裔故事時，更傾向選取的角度是：我們對他們不好，我們沒有給

他們足夠的機會，我們的制度有問題……他說自己可能也會點出社會制度的荒謬。「但我更多想說的是，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我們可以怎樣生活得更好？我們可以怎樣去愛、去關懷？那種愛跟關懷也不是說很

大，而是在一個家庭裏——既然我們生存、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下，我們怎麼去讓彼此更close一點、更理解

對方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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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找到出路 
 《白日青春》裏的兩對父子，其實也投射了創作者本人的生命經驗。 


劉國瑞和他的父親，是很典型上個世代華人家庭那種溝通不多的「平淡」關係。他說在「轉大人」的一些

關鍵時刻，他只能靠自己探索，無論是第一次學剃鬍子，還是青春期開始變聲，成長過程中的諸多困惑，

父親都沒有教他。

「父親對你有期待，他平時不會講出來，但如果你做了一些非常令他失望的事，他就會發脾氣。你可能小

時候不知道為什麼，但大了之後你慢慢去回想就會覺得：喔原來是這樣子。」劉國瑞把類似的心情，放在

了片中哈山與父親的關係裏。

「他需要一些東西，他就去拿——哈山他跟我不一樣，小時候父親會給我零用錢，我可以去買東西，但他

完全沒有。所以他就用他的方式去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他不知道那個是錯的，他父親嘗試去教育他，但也

沒有辦法講得很明白……」

黃秋生飾演的陳白日與兒子陳康，則是欠缺情感連結的父子。「陳白日當年選擇來到香港，是想要更好的

生活 他被迫要把兒子留在大陸 但即使最後他把兒子接過來了 樣已經失去了親情最珍貴的感覺 而



生活。他被迫要把兒子留在大陸。但即使最後他把兒子接過來了，一樣已經失去了親情最珍貴的感覺。而

這種disconnect，會關係到兒子怎麼成長。」

陳白日協助哈山偷渡，既有贖罪的道義，也有完成哈山父親未竟之事的幽微心情。哈山踏上另一場偷渡的

未知旅程，細究起來並不合法。但劉國瑞說：「對我來說沒有所謂合法不合法，因為作為難民，他們的處

境就是這樣，他們就是要找到生存的方式，比起法律的問題，我更關心的是他們怎麼去找到出路。」所以

《白日青春》的最後一個鏡頭停留在指南針上。

陳白日將自己當年偷渡所依循的指南針送贈莫青春，也將上一代的難民精神，傳到了下一代難民手上。劉

國瑞認為，指南針是一種象徵。至於哈山怎樣找到方向，他未來的路又在哪，電影並沒有拍得很「實」。

而這種「投奔怒海」的相仿情境，也會讓人想起當年的許鞍華名作。去年在金馬影展映後，劉國瑞曾談

到，有「移民」或「外遊」經驗的人看完該片，或許都能共情那種「面對去留問題時的無力感」。

《白日青春》並不是一趟有起點、有終點、有明確起承轉合的旅程，因為劉國瑞拍的也不是傳統公路電

影。他只拍了旅程中的一段。「公路是一個journey，我不覺得journey有終點。就像現在我的人生在香

港，我不覺得香港是我的終點。」

雖然包括移民以及難民題材在內的身分認同問題，將永遠是他創作上的一個母題，但他也說自己可能不會

再著墨去處理香港這個語境下的國族或身分認同，從短片到長片，他自覺已經拍了足夠多。

從始至終，面對身分認同議題，劉國瑞希望傳達的態度是：對一個人，我們應該有更複雜的理解。 


「一個住在香港的人，他可以來自於很多不同的地方。」劉國瑞源自個人經驗的感受是：「我的祖父母輩

從福建移居到馬來西亞，我的父母親從馬來西亞的鄉村移居到城鎮，我從馬來西亞移居到香港……所以我

面對一個人時，不會把他強行定義為某種典型的『身分』，我更傾向於理解那個人的背景跟歷史。可能我

們馬來西亞人因為生活在比較多元的環境裏，這方面的觀察會更敏銳些，但長期生活在單一族群社會的

人，他們也許會比較少去這樣理解。」

如果說《白日青春》對既複雜又普世的認同議題進行了回應，劉國瑞認為那或許是「希望可以點破典型的

身分迷思」。


